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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呈现研究对象的主体性是社会学方法论中的重要议题，但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研究对象的主体
性却常常被忽略和捏造。通过回顾西方和中国语境中以普通人为对象的经典研究，可梳理再思考在研究中呈现

其主体性的方法。首先，研究者应当反思自身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权力关系，正视研究对象被遮蔽的主体性。其

次，研究者应当为研究对象创造自主表达的空间，呈现日常深处普通人的行动逻辑，力图在分析中将 “琐碎”

的日常生活再现为一种 “结构”。最后，研究者通过 “成为他们”以及 “本就是他们”的方法，在日常生活的

空间与历史两个维度拓展 “附近”的概念。“附近”不仅仅是一个研究场域，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学人本主义意

涵上的一种价值判断。研究者通过 “附近”的个案映照出社会整体的图景，并与作为主体的研究对象共同抵达

社会学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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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即权力：正视主体性的存在与来源

“主体性”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话题。它既涉及方法论上的反思，探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

系，又涉及研究价值的判断，即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应当发挥的人文意涵。在过往的研究实践中，研究者们

试图通过完整地发掘和呈现研究对象在特定社会场景和社会事件中的行为及其实践逻辑，归纳研究对象主体性的

生成机制与流变，避免以自上而下的政策或理论视角组织研究材料，以呈现和肯定研究对象的主体性。①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主体性的关注和反思往往聚焦于社会的相对弱势群体，乃至底层群体。这是由于

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天然存在着 “观看—被观看”的关系，研究者往往更容易 “只看见我们注视的东

西”②，有选择性地以自身结构性的道德或理论框架来解释研究对象。与此同时，研究者又往往总是处在社会

的相对优势地位，而社会弱势或底层群体又总是更难发出声音。但这是否意味着研究对象的主体性一定要经

一个实质外来者的 “呈现”来被认知和确认？研究者在写作中又首先应当如何认识研究对象的主体性？这一

问题至关重要，关乎研究者是作为操纵知识的中介人，还是沟通个体与社会的桥梁。

另一方面，研究对象、研究者、读者的身份定位常常被悬置，从而使得研究者在故事中以隐没的方式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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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己的 “主体”，使读者不自觉地进入研究者的视角，进而将研究对象的个体故事识别为社会结构性的集

体故事。当研究对象的主体性被研究者和读者的眼光淹没，他们在文本中只能以客体的形式出现，且被悬置

取消了成为主体的可能。

福柯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在 《无名者的生活》中，描绘了自己所编写的那些在历史档案和法律文书中

“一闪而过”的 “故事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以及他对权力话语和无名者日常生活的看法。这种讨论和历史学界中
平民史对精英史的批判和超越看起来颇有相似，但福柯的观点显然与众不同，或者说更进一步探讨了在历史

中普通人的主体性问题：

他们应该属于那些注定要匆匆一世，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的千千万万的存在者……不过，他们在某一刻也

会倾注一腔热情，他们会为一次暴力，某种能量，一种过度的邪恶、粗鄙、卑贱、固执或厄运所激发。……不

过，我们要想有机会遭遇这样的事情，也必须得有一束光，至少曾有一刻，照亮了他们。这束光来自另外的地

方。……权力埋伏在那里，守候着这些生命，监视着它们，追踪它们，权力也会关注它们的抱怨和小打小闹，

哪怕只是偶尔；权力的爪牙还会袭击它们，在它们的身上留下权力的烙印。也正是这样的权力，催生了这些文

字，让我们有机会窥见这些生命：或是因为有人自己向权力呈言，用这些文字来告发、申诉、恳请或哀求；或

是因为权力想要干预，然后用寥寥数语来裁决或者宣判。所有这些生命，本应注定活在所有话语不及的底层，

甚至从未被提及就销声匿迹。它们只是在这次与权力稍纵即逝的接触中，才得以留下自己的痕迹，短促、深

刻，象 （像）谜一样。……那些生命正在那里谈论着自身，为什么你不去听听……生命最热烈的点，能量积聚

的地方，恰恰就是它们与权力冲撞的地方，与权力斗争，努力利用权力的力量，或者力图逃避权力的陷阱。①

在福柯看来，当这些社会的无名者和权力相遇时，他们的只言片语才能被记录。他的使命是把这些零散

的只言片语努力组合起来，构建一幅宏大历史和权力体系之下底层世界的图景，并在其中 “重新发现像这样

闪耀着光芒的生存状态”。这是一个超越了前人有关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之争、精英或者底层视

角之争的观点。主流学界总以为这些 “普通人”和 “无名者”的主体性只有通过 “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才

能被呈现，在历史研究中就要采取一些非官方的民间文本和记叙，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就要进入底层生

活与文化，理解和解释普通人对自己行动和思想的阐释。但福柯告诉我们，即使是在主流历史的记叙里，在

国家权力的话语里，在人们以为社会的相对弱势群体最无法发出声音或者声音被篡改的地方，仍然有普通人

的主体性发挥作用的空间。这才是普通人拥有主体性的最好例证。

当然，这种观点的产生，源于福柯认为权力是弥散而无处不在的，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权力无法企及普

通人的内部。但他对 “人”的主体性的看法并不是悲观的：“一个社会将各种言辞、语句和构思起承转合的

顺序以及语言的仪式 ‘借贷’给那些无名的大众，以便让他们能够讲述他们自己，而且是公开地讲述他们自

己。”② 换言之，权力虽然是为了精英的统治而制造知识，但知识在被运用于权力控制的过程中被人们习得并

灵活改造，新的民间知识由此在其中生发，继而成为无名者对抗统治精英的最好武器。

在 《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更加明确地描述了知识和权力的关系：

权力制造知识 （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

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

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因此，对这些 “权力—知识关系”的分析不应建立在 “认识主体相对于权

力体系是否自由”这一问题的基础上，相反，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模态应该被视为权力—知识的这些基

本连带关系及其历史变化的众多效应。③

在福柯所描绘的现代世界里，社会吞噬自我，灵魂作为一种权力技术的创造物，知识成为权力控制和审

判个体的手段，但或许救赎灵魂的办法就隐藏在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之中。如果说在严密的纪律规训之下，作

为个体的人还有什么是能与权力对抗的，那么一定是在表面服从规训机构的要求之下，存在着一个隐秘的地

下世界和不被人发现的 “越轨”行为。④ 每个人的个体知识就像一座冰山，它能够被挖掘的永远只有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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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的一部分，而在水面之下的、不被权力所看到的正是个人主体性的来源。事实上，“前台”的世界有

多驯顺和有用，就一定需要 “后台”的世界更加复杂和庞大，个体被权力愈发规训的事实也在某种程度上证

明了主体性的尚存———否则，人早已成为行尸走肉。

虽然权力发明和制造了知识，并用这套知识规训个体，但个体也不断地在隐秘的私人空间中用自己的方

式重新认识和使用知识。读者从表面上读福柯，的确更容易关注到权力对日常生活的控制有多可怕，但同时

他也引导着我们读罢之后不断地反思自己的日常生活、反思自我。也许在不断的反思中，我们能够找到抵御

权力渗透的办法，或者至少找到不被完全吞噬的办法。

福柯给予我们的是间接经验，事实上个体也有用直接经验重新认识权力和知识的能力。当权力对个体灵

魂的压制到达极限，人们就会回到社会去寻求更多相似的个体，个体的灵魂也就不再孤立、封闭。近来对

“内卷”和 “躺平”问题的大讨论，对 “加班文化”“过劳时代”是资本谎言还是个人奋斗的辩论，对 “加

速时代”里如何 “慢”下来的探索和思考，对 “健康码”“摄像头”里的个人隐私和公共健康、公共安全的

两难争论等，这些问题不仅被学者讨论，更是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人们毫无疑问都会出于个体自

我的切身经验，去辨别和重新审视那些已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进而在这种思辨中重新定位个体

在社会里的关系，发现专属自己的、能让个体灵魂自由、神圣的时间和空间。

所谓的 “个体知识”和 “权力”的分野，与张小军所说的 “文化”与 “政治”的分野有着异曲同工之

处。① 很多大的社会事件似乎在国家历史和权力话语里举足轻重，但在普通人的视角里，似乎只是日常生活中

的一件平常事。比如渡江战役中 “送亲人过江的大辫子姑娘”，在新华社记者的镜头和所写的报道里，她是

广大自发支援解放军的群众里最有典型性的代表，是 “民心所向”的最好例证，这是一种国家的、政治的、

权力的逻辑。但对于这位 “大辫子姑娘”自己来说，“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因为从前就是跑船生意的，

在水上来来去去……还没解放时，在江面做生意的船家时常有被国民党抢夺的事情发生，‘送亲人过江’，是

他们那代人为了生计，为了不受人欺负而做出的选择”②。这是一种地方的、文化的、底层的逻辑，并且这两

种逻辑总是并行在运转。

这个例子也印证了普通人只有在和权力相遇的刹那，他们自己的话语和主体性才能被保存下来，尽管只

是在国家和权力话语的掩映下。“在苏北老家，许多人家都曾亲历过那段战事。举家搬迁到江南后，有的邻居

对这段传奇往事并不相信。‘如果当初没有看到电视上的照片寻人，可能这件事就不能证实了。’”所以不管是

官方历史的话语，还是学术研究的叙事，或是民间自己的描绘，普通人总能够在其中发出或强或弱的声音。

学者们所纠结的，是站在研究群体之内还是之外、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地 “观看”，但对于无名者们来

说，这些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他们始终有自己的意识和文化，不论在研究者看来是破碎的还是完整的；他们

也一直有自己独特的行动逻辑，不论在研究者看来是分散的还是统一的。

因此，作为研究者，我们或许应该首先正视研究对象的主体性，不应天然地把自己当成研究对象的代言

人，不应认为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只能靠研究者的建构才能生成。研究者应当认识到，普通人自己就能够发出

声音，也能对自己的生命历史作出陈述和反思，他们缺乏的只是一个关注的目光、一双愿意倾听的耳朵。不

论研究者们多么尊重和理解研究对象的文化与逻辑，试图去 “帮助”底层呈现和表述，远不如做一个忠实的

记录者、一个耐心的倾听者更能完整呈现研究对象作为 “人”的主体性。即便是普通人的生活也从不缺乏故

事，更不缺乏会讲故事的人，一个好的研究者，应该做的是提供一个讲述的通道，使研究对象能够且愿意讲

出他们自己的历史。

但与此同时也应当明确，主体性不是 “天生的”，人的主体性意味着在与自身、与他人的关系中不断的

归纳、反思和行动 （这也正是社会学所关注的部分）。正如福柯所言：“主体性不与本初或是基本的体验相联

系，主体性不与具有普遍价值的人类学相联系。主体性被构想成在主体和自身真相的关系中自我建构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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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① 因此，主体性需要对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表达、呈现和阐释时才能够成立，不论是否公之于众。这

也就引发了下一个问题，作为社会学研究者去呈现这种主体性时，应当如何操作？换言之，研究者应该如何

更好地提供一个让研究对象 “讲故事”的平台？

二、琐碎即结构：从日常生活里建构历史

在 《倾听底层》一书中，郭于华把口述历史和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运用到社会学研究中，明确研究者不

应该 “代替”或者 “制造”研究对象的历史，而是 “倾听”和 “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为底层拓宽表达

自己的平台，研究者则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叙事基础上进行总结和归纳：

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而我们的工作似乎是一种穿针引线，通过口述历史的重构把那些以往发不出声

音的人们的声音传达出来。就此意义而言，底层的历史不是为官方史、精英史拾遗补阙。口述史的任务在于以

不同的立场，倾听无声的底层发出的声音，记录普通生命的 “苦难”历程，书写从未被书写过的生存与反抗的

历史。对于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甚至无法发出自己声音的底层人民，我们的口述历史研究并不是要为他们制造

一种历史，或者代替他们书写历史，而是力图拓展一方 “讲述”的空间，在其中，普通农民能够自主地讲述他

们的经历、感受和历史评判。②

相比传统史学对历史纯粹忠实的记录，郭于华把社会学田野工作再往前推了一步，希望社会学研究者

“除了将这 ‘历史’记录下来，还须结合社会理论做出分析、加以表达。就此而言，相对于 ‘从民族国家拯

救历史’，我们的努力将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 （ｍａｋ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这种建构应该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建构，也是符合生活逻辑的建构，是不违背常识常理的建构”。③

从这一段话中，研究者应当体会到以下三层涵义。首先，我们应当注意到 “制造”与 “构建”历史之间

的区别，也就是前文不断提到的要为研究对象创造讲述的空间。他们的日常生活本身以及他们对其的评判，

而非研究者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剪辑和评价，这才是支撑社会学研究的材料。

其次，普通人的 “主体性”就是人们面对结构困境和权力束缚仍能过好自己生活所采取的行动和运用的逻

辑。在海默尔 （Ｂｅｎ Ｈｉｇｈｍｏｒｅ）眼中，日常正是呈现这样一个动态过程的空间，“使不熟悉的事物变熟悉，对习
俗的溃决习以为常，努力抗争以把新事物整合进来，调整以适应不同的生活方式。日常就是这个过程成功或挫败

的足迹”④。换言之，日常生活才是研究对象发挥主体性的场域，所谓研究者构建的 “历史”，以及那些结合

某些社会理论串起散碎材料做出的分析和表达，也都出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只不过常常被研究者们所忽略。

再次，研究者应当意识到自己除了记录日常之外，表达和分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这也是研究者存在

于读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意义。这一点防止了研究者把自己与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完全割裂开来，以撇清作为

写作者的角色义务。这是因为日常生活的 “体验 （ｅｒｌｅｂｎｉｓ）”与 “经验 （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并不等同。本雅明
（Ｗａｌｔｅｒ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指出，现代以来，我们的日常生活看起来愈发丰富，有大量令人炫目和震惊的 “体验”，

这种体验是身临其境过的经历，因为不能被反思和批评，从而变得沉默和琐碎，不可能被融入到生活的意义

中。但 “经验”是可以被收集、积累、反思和交往的知识，在社会层面上是有意义的。⑤ 对研究对象来说，

体验是天然存在且丰富多样的，因此研究者的责任就在于对体验中沉默的日常生活进行挖掘，从而能被人们

认识、批判和改变，变成一种经验。

同时，研究者的目标也不应该是猎奇，以挖掘出尚未被当事人意识到、被外人认识到、或是被学界关注

到的理论，而是在复杂社会的若干可能性中，结合经验寻求分岔回路，从而呈现出更清晰的生活世界。叶启

政在论述社会学家作为 “说故事者”时也有类似的表达：“社会学的诠释不是使隐者显或浊者清，而是创造

更丰富的谜语 （或寓言），让人们更能激荡出感动的涟漪，感到惊艳不已。……与其说社会学家是一个 ‘未

预期结果’事实的挖掘者，不如说是编织 ‘理念型’故事的艺匠人。”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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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福柯：《主体性与真相》，张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 １５ １６页。
③　 郭于华：《倾听底层》，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７ ８、８页。
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第 ５页。
Ｗａｌｔｅｒ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牞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牞 Ｈａｒｒｙ Ｚｏｈｎ牗 ｔｒａｎｓ 牘 牞 Ｌｏｎｄｏｎ牶 Ｆｏｎｔａｎａ牞 １９８２牞 ｐ １３３
叶启政：《社会学家作为说故事者》，《社会》２０１６年第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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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流学界，日常生活常常被研究者们当作一个 “剩余范畴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①，更多作为一种 “司

空见惯、反反复复出现的行为 （构成一天又一天的行为，并不对他们作出判断，和我们最为切近的风景，随

时可以触摸和遭遇的世界）”来理解②，似乎 “日常”是与理性的、宏大的 “事件”完全对立的事物，而相

较起来后者才是研究者们拿手的研究范畴。但这也正是社会学研究长期以 “结构”为核心范式而导致的在主

体性表达方面的局限。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事件”固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节点，但 “日常”才是占据了大

部分时空的状态。同时，权力总是更关心 “事件”，企图在关键的节点上遮蔽细节、统一声音，这也使日常

生活在相比之下为普通人的主体性留下了更多的空间。

对比东西方有关日常生活与主体性之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传承与延续，但更多的是显著的

差异。日常生活理论的集大成者应数列斐伏尔 （Ｈｅｎｒｉ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他对日常生活的发现、解读和批判构成了他
的哲学观。他认为虽然日常 “有别于那些杰出、高级、专业与系统的行为”③，但它与这些行为有着密切的关

系，包含它们的差异与冲突，是它们的纽带和共同基础，正是在日常生活中人类整体意义的联系才得以形成。

这也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普通人看似琐碎的日常正蕴含着联系 “整体”、形塑 “结构”的力量。

进一步来说，日常自身就蕴藏着创造新的日常的力量。德·塞托 （Ｍｉｃｈｅｌ ｄｅ Ｃｅｒｔｅａｕ）提出了日常实践中
的 “战术 （ｔａｃｔｉｃｓ）”④，认为虽然当下的过度现代化殖民了日常生活，但抵制的事实一直存在，各种合情合
理的差异性实践还有一席之地。人们 “带着一种甜蜜的固执去抵制盲从因袭的蔓延，加强各种交流与关系组

成的网络，学习如何在工业时代所生产的各种工具和商品中作出自己的选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力攫夺住

位于我们自己的某一部分之上的权力”⑤。这意味着尽管普通人相对于权力主体来说是弱者，但随着不断地抓

住 “机遇”，通过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将不同的要素向着有利的方向组合到一起，就有可能实现 “战术”的胜

利，抵抗住企图改造我们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这也正是普通人主体性的展现。在具体操作层面，德·塞托

认为要标明日常生活中的外部压制，要拯救各种稍纵即逝的踪迹，要发展符号学、语言书写之外的听觉、触

觉、嗅觉等方面所呈现的日常；本雅明则认为电影中的慢动作和特写镜头是挖掘日常生活的绝佳工具。⑥

而在国内，近年来使用口述史、非虚构写作等方法关注日常生活也逐渐得到关注。⑦ 中国社会学界对日

常生活的关注并不是突然萌发的，以谢立中、杨善华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一直倡导用 “现象学社会学”的方法

洞察日常生活。⑧ 他们认为把日常生活作为生活世界的主要部分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目标是探究生活现象

背后的社会学意涵并理解这种意涵 （比如人的行动意义、各种文本背后的意义）。而通过 “现象学社会学”

的方法有可能获得一种独特的对生活的穿透力，可以解释各种生活现象背后的生动性，并将这样的意涵与一

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相联系。

在具体的现实关切上，出于对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关注，乡村成为中国学界早期主要的日常生活研究田

野。受到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影响，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节奏远远落后于城市，留存下诸多包括文

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习俗和惯例。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社会遭遇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外来的意识

形态和本土的文化惯习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从而导致日常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剧烈变动。改革开放以后，旧

有的地方文化风俗又被报复性地重拾和回归。这种发生在乡村的巨大社会震荡引发了学者们的关注，通过透

视乡村日常生活在宏大历史叙事下的变迁，能够以小见大，解释历史情境对个人、集体、社会的影响。最典

型的案例是对 “过日子”的相关研究。所谓 “过日子”，按照吴飞的说法，是中国人最为普通的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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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善华：《城乡日常生活：一种社会学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３页；谢立中：《日常生活的现象学社
会学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呈现 “人”的主体性：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 “附近”

包括 “出生、成长、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养老、送终、年老、寿终”①，也是中国普通农民在家庭中处

理人、财产、礼仪三方关系的权力博弈，这一概念框架是社会学考察农村日常生活的重要工具。例如，陈辉

在 《过日子：农民的生活伦理》一书中详细描绘了黄炎村的几个爱情和婚姻故事，涉及介绍对象、再婚、性

别关系等，在婚姻的日常生活中作者企图揭示出农村家庭内部的权力争夺和伦理秩序的变化。② 而近年来，对

农村日常生活的研究也多是透过农民的日常生活企图促进对国家宏观制度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解读。③

伴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以大都会为代表的城市日常生活模式也在不断变化，国内日常生活研究

视野的重点逐步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集体记忆被宏大叙事所侵蚀和改造，继而导致日常社会网络结构愈发

松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愈发陌生。目前国内的城市日常生活研究，主要借鉴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框架，

分析特定空间中城市的日常生活实践。城市的空间有很多表现形式，比如街区、公园、购物广场这种 “活

的”空间，或者是地图、规划文件、出版物或其他文化形式中对城市空间的再现空间。④ 这其中，社区是受

到较多关注的城市空间单位。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空间作为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研究的重

要抓手。但同时，城市日常生活研究又往往缺乏了在共时性和历时性上的思考，可能对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行

动与背后的社会情境失去准确的定位，因此也有学者希望从时间和空间的双维度进入日常生活的动态研究。⑤

纵观上述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在乡村—城市、时间—空间的叠加框架下，试图从日常生活中构

建出更为宏观的社会图景并作出理论解释，并展现出以下三个特点。其一是拥有一种 “向下”的目光，把日

常生活与社会群体中的大多数联系起来，通过具体的个案锚定对 “大众”生活世界的关注，而非群体中的少

数或是精英。其二是把日常生活与一种行动主体的 “在场”、文化与知识的 “在地”联系起来。其三是倾向

于把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和社会结构对人的规训看作对抗的双方，或者把日常生活看作是普通人与权力的主

体性斗争空间。

这些特点既有与西方相似之处，亦有所差异。这源于西方日常生活理论是建构在发达工业社会基础上的

批判，批判日常生活的 “殖民化”问题，寻求日常生活的本初意义。中国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则是由于传统与

现代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冲突，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全面介入，以及日常生活中私人性与社会性共存的矛盾。中

国学者的关注旨在寻找并维护普通人在强大结构性力量下的日常生活空间，为社会共同体的延续找到可能性。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日常生活作为一种看似琐碎的 “剩余”，为何值得被以 “结构”分析为学科本位的

社会学所关注，并且为何这是呈现研究对象主体性的更好方式。

不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对抗还是驯顺于结构和权力，抑或动态地游走在二者之间，我们总能从琐碎的

日常中看到社会结构的作用，看到人们在其中的位置及其反应，这才是凸显社会学人本主义内涵所应该做的：

不仅只看到 “结构”，更要看到 “结构中的人”。事实上，我们也只有通过发掘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才能真

正把在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和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联结起来，看到那些看似偶然的个人选择和命运背后

诸如社会阶层、性别、种族、教育再生产等要素发挥的根本性作用。因此，“日常生活”不仅应当作为研究

背景，还应重新赋予 “日常生活”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将其作为破解传统底层叙述背后

的二元对立思维以及呈现普通人处理与权力关系的主体性的重要工具。

三、个人即社会：“附近”作为一种价值判断

日常生活似乎就在我们身边，然而我们却时常看不见眼前的事物，又经常看见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其

原因之一是处于数字时代，我们只能看到自己和数字技术带来的远端世界，忽略了投身于真实生活中身边的 “社

群”。当社交媒体成为我们人际交往的路径依赖，一种基于具身体验的灵韵，似乎正在凋萎。其二是加速悬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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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肌体衍化出所谓的 “离散社会”，尤其在城市中人与人的 “陌生”状态，使我们习惯于不是根据对这个特定

的人的了解来打交道，而是根据对方作为一个更一般的共同体的一员所具有的普遍性质。其三是社会学的结构视

角常常在宏大叙事下将个体情感、日常经验等放置于研究视野的边缘位置，或将其作为大叙事的零部件。

因此，普通人如果始终被视为 “他者”，他们就会 “如同一片没有裂痕没有缝补的织布，如同众多被量

化的英雄，在转变成不属于任何人的细胞与理性的、变幻不定的语言时失去自己的名字与面孔，成为街道上

那一条条被标上了数字的河流”①。那么研究者即便看似研究日常生活，也无法真正理解研究对象所身处的生

活世界的逻辑，离呈现研究对象的主体性也就相去甚远。

那么，在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观察容易陷入 “视而不见”的情况下，如何践行呈现主体性呢？正如格尔

茨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所说，每一种文化都是 “地方的”②，只有当地人最了解当地的情况，要真正呈现研究对

象的主体性，我们必须进入他们所在的 “社会小世界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ｓ）”，把 “他者”变为 “我者”。

布尔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这些

社会小世界事实上就是一个又一个场域，“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

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布尔迪厄明确指出，对场域概念进行

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ｆｉｅｌｄ ｉｓ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社会世界中存在着各种各
样的关系，而社会结构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在漫无边际的抽象社会中发生作用的，而是通过社会小

世界的联结，社会的物质结构与精神结构同行动者得以相互联结起来，并构成一个动态的过程。③

布尔迪厄的 “社会小世界”这一定义与项飙所说的 “附近”相呼应。“附近”作为不同立场和背景的人

们在生活常态下平凡相遇的生活空间 （ａ ｌｉｖｅｄ ｓｐａｃｅ），其本质是人与人产生情感和意义联结的关系场。④ 作为
外来的研究者，只有进入研究对象的关系场，才能成为他们生活空间中的一部分，才能找到自己应该呈现的、

真实的主体性。⑤

这其中，研究者围绕某些特定的职业或阶层，或采用一种 “成为他们”或 “本就是他们”的扎根方法，

可以更深入地进入熟人社会，挖掘深层日常。

第一，“成为他们”是把原本相距遥远的研究对象群体变成研究者的 “附近”。比如芭芭拉·艾伦瑞克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Ｅｈｒｅｎｒｅｉｃｈ）所著的两本书 《我在底层的生活》和 《失业白领的职场漂流》，都是采用隐藏自己真实

的身份，去体验美国蓝领阶层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ｏｏｒ）和中产白领们的工作和生活现状，深刻揭示出美国经济衰退浪
潮下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中、下阶层生活不断下沉的状况。⑥ 她的亲身经历和周围人的日常，让读者看到不仅

服务员、清洁女工、看护、收银员等面临着透支身体、入不敷出、向上流动无望的现实，那些管理、销售、

公关等缺乏一套透明化评价机制来评鉴工作表现的白领岗位，也可能随时离你而去，白领们随时随地都面临

着失业和瞬间堕入底层的风险。

“成为他们”这一田野方法一直以来都被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广泛采用，民族志写作往往也依赖类似

艾伦瑞克所做的 “与研究对象同吃同住”。尤其在研究对象群体边界明晰、内部封闭的情况下，研究者往往

面临着更大的抵触和敌意。如果不 “成为他们”，甚至连进入田野调查的门槛都很难跨越。例如，徐宗阳对

华北地区某农场周边村庄的农民大规模偷采农场玉米这一现象做分析时，为了深入了解这一实际并不合法的

行为背后农民的观念基础和行动逻辑，在政府介绍和学生身份都没能帮助他获得在地信任的情况下，作为

“外来者”的他主动成为研究对象生活中钓鱼或打牌的朋友、家在附近的晚辈、我们圈子里的 “自己人”。换

言之，只有 “成为他们”，才能真正倾听到他们的真实心声：

笔者不再向农民直接提问，而是借由农民的一些休闲活动，比如钓鱼、打牌等，尽量融入农民的生活。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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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这一过程中，不少农民会对笔者的身份产生疑问。笔者的选择是尽量抹去身份……而是表达为 “当地

人”“家就是这一片儿的”等。在多次参与当地农民的活动之后，有些农民会邀请笔者去他们家吃饭，接着这些

社会活动，笔者进入这些农民的生活之中……笔者所做的几乎所有访谈都是围绕农民的生活本身展开的，而笔者

关心的问题，特别是一些非常关键的、涉及农民内心看法的问题，都是在参与数次社会活动之后才开始谈起。①

在这样的研究中，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对于被访者的可起解释作用的知与行的主要特点，采访者有近

乎全面的了解，而且由于熟稔，二人是紧密联系的。他提出的问题基于一种客观上与受访者一致的心态。即

便有对象化倾向，那些最突兀的问题也不会带有威胁性或攻击性，因为受访者明白，采访者与之共享一种使

他说出重要东西的心态；同样道理，双方也共享泄露可能导致的风险”②。因此被访者会对采访者有更强的信

任，使采访变为 “对话”而非强人所难的 “问话”。

第二，“本就是他们”则更加悬置了研究者与附近发生关系联结的目的性，往往是研究者对自己正所处

的 “附近”的再审视。譬如徐前进 《流动的丰盈》就以自己居住的小区为重点，试图记录那些不间断流动、

不会进入历史档案的景观、人物和语言，比如家庭中的父代与子代、商贩与顾客的相互照应、环卫工的日常

工作、退休遛狗老人之间的寒暄，以期将其纳入长时段的史学视野中。③ 再比如伊险峰和杨樱对自己社区周围

的田字格区域进行了深度访谈，通过深描身边的茶叶店、服装店、小酒馆、菜市场等空间里 “小人物”的个

体故事，呈现出一幅上海社会网络、商业生态与城市文明的图景。④

除关注自己 “正在”的附近外，“曾经”的附近也被学者们重新挖掘。最典型的例子要数迪迪埃·埃里

蓬 （Ｄｉｄｉｅｒ Ｅｒｉｂｏｎ）的 《回归故里》，他在离开三十年后又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兰斯，重新了解那个自己曾经熟

悉的地方。他回溯自己的家族历史、童年时身处的工人阶级阶层以及成为知识分子的成长经历，这看似是他

个人和附近群体的互动与选择，但也不断提醒着我们，这个 “社会小世界”实际上呈现了 “大社会”的运行

逻辑和变迁轨迹。

例如，埃里蓬描绘了自己小时候每个周五晚上父亲到酒吧和朋友聚会、夜不归宿，回来后对着墙壁摔瓶

子的场景：“他靠在房间的一端，抄起手边的瓶子 （油瓶、奶瓶、酒瓶），一个个扔到对面的墙上摔个粉碎。

我和哥哥蜷缩在母亲身边哭泣，母亲既愤怒又绝望地重复着 ‘好歹别伤着孩子’。”⑤ 在这个场景中，埃里蓬

不再是一个自我审视的社会学家，而是万千工人家庭中蜷缩哭泣的普通孩子之一。作者紧接着否定了自己和

读者用俄狄浦斯情结的精神分析来解释父亲日常行为的冲动，而是用工人阶级的社交方式和过早承担了家庭

负担而无法享受青年生活的发泄来解释；甚至作者反思了这样的场景对自己幼年的工人阶级归属所产生的影

响，并且扩展其社会学想象，把父亲与母亲、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孩子对比，完成了一次从附近日常生活

到整体社会结构的连接。

相比 “正在”的附近，“重回过去的附近”既能呈现一个丰满的关系空间，又能使学者通过时间的拉长

切入历史的纵深处，不只沉溺于记录当下的故事而是对生命史进行反思。可以看到，当研究者将附近的日常

生活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天然的情感联结和关系展露会让读者模糊研究对象和研究者在研究场景中的分离，

研究对象不再是 “他者的他者”，因而可以更好地激发读者对自己所身处的社会小世界的共情。而研究者对

自己附近的观察与思考，也给予了读者和研究对象一个进行自我反思的参考模板。

但同时，以 “附近”为方法的研究也难免受到质疑。如上文案例所呈现的那样，研究者在选取案例时似

乎带有很强的 “个人性”，对研究对象追求深度而非数量的 “深描”也体现出研究对象故事的 “个人性”。但

这一点与社会学学科的核心范式和研究旨向似乎出现了张力。因此，关注 “附近的日常生活”就面临着回应

“个人性”能否呈现乃至代表 “社会性”的问题。

不妨以齐美尔 （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的日常研究为例。他对日常生活采用了一种印象主义式的叙事，最为典
型的当数他对大都市中人们精神状态的描绘。他认为印象主义适合用来表达日常中的不连续性，而且也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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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关注某些现代特有的经验形式，这也使日常的特殊性被迫显示出更为一般的社会力量。正如齐美尔所说，

“独一无二的东西就强调了典型的东西，偶然存在的东西显示为正常的东西，表面上的和飘逝着的东西代表了

本质的和根本的东西”①。在齐美尔的笔下，身边稍纵即逝的日常是对社会生活各种互动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

网络的回响，在个人性的 “每一个生活的细节当中都有可能发现它的意义的总体性”。②

布尔迪厄的研究兴趣和对个体故事的写作方式虽然与齐美尔大相径庭，但在这一根本的方法论上却所见

略同。他认为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个体遭遇的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

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布尔迪厄在 《世界的

苦难》中用 “短篇故事”式的个案研究所呈现的 “男人和女人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所遇困难作出的见证”。③

他明确指出这都是一些 “私人话题”，比如他与住在 “水仙街”上的一个法国工人家庭和一个阿尔及利亚移

民家庭的访谈，涉及的都是他们有关子女的教育、工作的日常以及他们对邻居的看法。通过这两个家庭的案

例，布尔迪厄印象式地描绘了水仙街的现状、家庭内部的陈设以及邻居相处中最细微的日常情绪。整个篇章

的分析看起来是琐碎的，访谈稿的内容也并不多，却生动地呈现出移民所遭受到的种族歧视以及由此导致的失

业、家庭的赤贫、与社区的格格不入、子女的学业受挫。事实上，这本书的所有篇章都是从探访普通个体的日常

生活故事开始，通过一个个似乎卑微琐碎的有关痛苦的讲述，布尔迪厄试图引导读者看到个体遭遇与社会结构及

其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以此超越社会科学研究中微观与宏观、独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二元对立。

正如布尔迪厄所说，“普遍性与独特性间的对立，亦即法则性分析同有针对性的描述间的对立，乃是一种

虚假的对立”，同时只有在特定的场域中才能揭示社会生活中蕴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关系。④ 所谓特定

场域，也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呈现研究对象完整的生活场景，而这一要求只有研究者位于研究对象的 “附近”，

才有可能更好去实现。

这也就意味着，“附近”不仅是一个关系场的空间，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根本的研究价值判断。结构是

展露的，而个人生活是隐秘的，社会学研究不是把个体作为群体的一部分去证明 “社会”是什么，而是研究个

体本身和相互之间的连接，挖掘结构之下个体的主体性，从中我们就能看到 “社会”何以可能。换言之，我们

应当通过分析特殊性之间的联系，而非通过归纳概括个案的共性得到普遍性。正如布尔迪厄所强调的：

社会学者不可能不明白，自己的观点其实是针对某一观点的观点。要表达对象的观点，而且通过使之回归

社会空间，实事求是地建构它，就必须以这个极个别的 （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特有的）观点作为出发点，只有设身

处地才能 （从思想上）把握所有可能有的观点。社会学者虽然无法推卸地处在一个被社会指定的位置上，但只有

将自身对象化，才能设身处地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想 （这个对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另一个自我）和采纳后者

的观点。也就是说，他此时才能够理解，假如处于他们的地位，自己无疑会跟他们一样，也会像他们那样思考。⑤

与布尔迪厄认为要从研究对象极其个例的观点出发，设身处地掌握 “所有可能的观点”类似，费孝通晚

年倡导的 “文化自觉”也呼吁超越 “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社会学范式局限———社会学者要 “去了解一种活生

生的生活的一部分，充满着有哭、有笑、有感情的举止言行，把文化拉回到人的生活本身，而不是把文化建

立在奇谈怪论或者 ‘无知’的基础上”。⑥ 这意味着研究要从 “我的生活”出发，囊括生活的整体性和 “我”

的主体性，同时也要格外关注 “意会”的精神世界，关注作为 “我”的人。⑦ 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是要将

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压缩到日常生活空间，而是将主体纳入社会关系的视角，考察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从

个人的现象出发映照出社会整体的图景。

四、超越作为方法的日常、附近与主体性

在社会学研究中，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始终是不可忽视而又亟待重视的。研究者不应该局限于自己的身份

立场和利益需要，要进行贴近普通人实际生活的深入考察。研究者应当正视研究对象作为 “人”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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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皮埃尔·布尔迪厄：《世界的苦难》，张祖建译，第 １、１１５９页。
转引自周晓虹：《社会学本土化：狭义或广义，伪问题或真现实》，《社会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 １期。
费孝通：《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５年第 ６期。
参见刘亚秋：《费孝通社会学思想中的主体性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２０２０年第 ４期。



呈现 “人”的主体性：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 “附近”

看到每个具体的普通人在结构性困境中的生活逻辑与日常行动。研究日常生活是呈现主体性的关键，关注附

近是深入日常生活的前提。“日常生活”和 “附近”不仅仅是一个研究场域、一种写作和研究的方法，更重

要的是在社会学人本主义意涵上的一种价值判断。由此，研究者能够弥合琐碎与结构、个人与社会的鸿沟，

真正实现 “将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结合起来，在结构和个人、历史与传记、宏观与微观之间穿梭”①。

有趣的是，在历史学研究中，出于对精英史观的反思，历史学家亦愈发重视历史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罗新在 《漫长的余生》中试图以一个北魏宫女———王钟儿的眼睛去看她所处的时代，把她周围的皇帝、后

妃、外戚、朝臣、宦官和宫女都还原为具体的人，看到他们面对权力时的不同情绪，透过一个宫女的人生故

事中铺陈出近八十年的北魏历史变迁和历史情境中的人物群像。② 王笛对成都的社会史研究也强调从微观视角

剖析大众文化，尤其关注成都民众在街头公共空间的日常生活。以 《街头文化》为例，他展示了改良和革命

等政治运动对成都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进而呈现出现代化及现代性对街头大众文化的影响。③ 《茶馆》《袍

哥》等著作也都体现出了类似的研究取向。在关注 “附近的日常生活”这一研究取向上，社会学应当持续与

历史学互鉴，注重从历史的维度拓深分析。④

在此意义上，尽管 “附近的日常生活”总带有一种 “空间”的联想，时间维度的考察同样重要。研究附

近的日常生活必然要求研究者关注研究对象个人的生命历程，只有了解研究对象完整的生活历史，才能发掘

个人主体性生成的微观机制，理解生活当下的状况因何而来，并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与个人经历中找到关联。

某种程度上，附近就是一部 “社会小世界”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史，日常生活就是附近的时空里普通人故事

的总和。社会学研究应当把关注 “附近的日常生活”作为呈现 “人”的主体性的重要切入点，这一价值判断印

证着社会学研究的人文意义，使之对社会的解释不再只是工具性的，而是拥有 “解放”与 “慈悲”的力量。

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关注 “附近的日常生活”并不是呈现普通人主体性的唯一方法，从社会学学科发

展的漫长历史看来，肯定也不会是最终、最优的方法。它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到高估了普通人建构主体性能力的质

疑，在研究实践中也一定会遇到种种在构思方法时无法预判的问题，这就需要研究者不断检验、反思和创新。

〔本文系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文科专项 “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自觉与文化自觉”（２０２４ＴＨＺＷＪＣ１８）的阶
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朱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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